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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特大城市功能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流动人口结构出现了巨大变化，进而引致

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类型趋向多元化，空间分异及形成原因愈加复杂化。本文运用GIS空间分

析、数理统计方法以及空间计量模型，刻画了北京市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分异特征；并从社

区和个体两个层面剖析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① 北京市流动人口

聚居区总体呈“环形”绕城分布，表现出明显的城乡过渡性和景观异质性；同时具有显著的空间

类型差异。② 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特征是需求与供给耦合作用的结果，是社区因素和个

体因素共同影响下形成的。③ 社区因素是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的外部驱动力，其中：经济

因素是基本动力，交通因素是空间引导性力量，制度因素是根本力量，空间溢出效应是主导力

量。④ 个体因素是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的内部驱动力，其中：家庭生命周期是直接动力，

社会经济地位是主导力量，人口迁移特征是潜在推力，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是非敏感因子。通过

本文研究，将有助于政府及城市规划部门制定更具针对性、更加高效的流动人口聚居区治理策

略，从而促进流动人口聚居区实现差别化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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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78年以来，中国涌现出大规模、高强度的城乡间、区域间人口流动，流动人口规
模持续快速增长，成为中国特大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1-4]。1978-2015年，北京市流动
人口由 21.8万增加到 822.6万，对总人口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61.65%，流动人口平均年增
长率高达 10.31%，是同期总人口年均增长率的 4.1倍。随着中国特大城市流动人口规模
的膨胀和人口压力的加大，北京市逐步调整城市战略定位，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
首都核心功能[5]。北京市疏解政策将直接导致人口结构，特别是流动人口结构的变动。在
此背景下，作为流动人口生活居住的主要地区，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类型趋向多元化、空
间分布特征及形成原因愈发复杂化[6-7]。当前中国流动人口聚居区面临空间失配、居住环
境恶劣、基础公共服务设施严重缺乏等问题，容易造成空间剥夺、阶层矛盾和公共空间
漠视等负面的社会经济效应，阻碍了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8-11]。改造治理流动人口聚居区
一直是各级政府和规划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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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造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必须要让农业转移人口和城镇居民共建
共享城市现代文明，决不能一边高楼林立，一边棚户连片”。在流动人口聚居区日益多元
化的背景下，把握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形成机制，是高效、有针对性开
展流动人口聚居区改造治理的科学基础。

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围绕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形成规律进行了大量研
究，为流动人口聚居区的改造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从研究对象上看，学者们主要集中
在“城中村”、棚户区等低收入流动人口聚居区。1978 年改革开放后，农村剩余劳动
力，即农民工是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的主力军[8]。农民工受限于较低的教育水平和职业技
能，只能从事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经济收入低的低端服务业、制造业和建筑业，
被迫选择条件简陋、环境恶劣的廉价房屋租住[9-10, 12]。“城中村”和棚户区等廉价房屋集中
区域成为农民工进城的落脚地，集聚了大量低收入流动人口，成为典型的流动人口聚居
区。学者们选取大城市的典型“城中村”和棚户区，例如北京的“河南村”和“浙江
村”[13]，广州的石牌村[14]和深圳的蔡屋围[15]，以及南京的江东村[16]，对这类低收入流动人
口聚居区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剖析[17-20]。随着流动人口结构的变化，超大城市流动人口构成
中出现了两大新的社会群体：城市白领和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21]。城市白领的特
征是高学历、高技能和高收入，这部分城市白领人群对居住环境的要求相对较高，不会
选择“城中村”，而是居住在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房源充足的城市普通住宅区。这
类流动人口聚居区景观格局、居住环境、形成原因均与传统流动人口聚居区存在显著区
别。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差异，一部分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成为“回不了农村，进
不了城市”的社会夹层，尤其在一些大城市出现了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公共媒
体称之为“蚁族”[6]。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聚居在城市周边村庄，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农
民工类城中村的流动人口聚居区。

综上，尽管国内外学者针对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形成原因开展了很多研究，但这些研
究主要关注20世纪90年代大量农民工进城形成的城中村和棚户区等低收入流动人口聚居
区，较少关注工业化后期特大城市产生的新型流动人口聚居区，缺乏对不同类型流动人
口聚居区开展比较研究。学者们对于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形成原因，大多简单归纳为城乡
二元体制、流动人口自身属性、级差地租、文化差异性、集聚效应等因素[7]，很少有研究
将这些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定量研究，评估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和交叉作用机制。
实际上，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形成，是内外部多种因素共同驱动下的结果。这些驱动因素
的作用程度各异；且同一驱动因素对于不同类型流动人口聚居区的作用程度不尽相同。
已有研究无法准确地解释当前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分异及其形成机理，不能为规划实
践工作和流动人口市民化制度建设提供决策支撑。

基于此，本文以北京市为研究区，以社区为基本研究单元，基于土地利用数据、人
口普查数据、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和流动人口问卷调查，运用GIS空间分析、数理统计方
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刻画北京市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建立流
动人口聚居区空间概率模型和流动人口聚居区类型选择偏好模型，从社区和个体双重层
面，剖析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定量评估各个因素的作用强度及其交叉
作用机理，以期为流动人口聚居区实现差别化转型升级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支撑。

2 研究设计

2.1 空间识别方法
当前国内学者关于流动人口聚居区并没有统一的概念界定，但对其内涵基本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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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共识：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居住主体是流动人口，本地人占比很小；地域类型是居住
区或居民小区，不具备行政编制；时间上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持续性[22]。据此，本文将流
动人口聚居区定义为“流动人口规模和比重均达到一定阈值的空间单元”。社区是中国行
政区划中城市的基本单元，本文将“社区”作为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基本识别单元。由于
流动人口聚居区具有地域性和动态性，据此，本文对于流动人口规模阈值采用标准差
法，流动人口比重阈值采用1.2倍均值。其中，标准差法是地理学广泛使用的分类依据，
1.2倍均值是经济学普遍认可的集聚现象产生的标志[23]。社区尺度流动人口规模和比重的
估算采用空间配置法，即基于人口密度和土地利用类型的关系，将较大空间尺度（研究
的“街道”尺度）的人口数据分配到下一级空间尺度（研究的“社区”尺度） [24]。
2.2 空间类型划分方法

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分异特征表现为外部“地理区位”分异以及内部“环境特
征”分异两个层面。本文选取由“距离市中心”和“农村宅基地占比”所构建的复合指
标，分别测度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地理区位与环境特征，划分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类
型，据此分析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分异特征。距离市中心指标，即流动人口聚居区到
市中心的空间距离，可准确测度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地理区位，并将流动人口聚居区划分
3类：中心城区型、近郊区型和远郊区型。农村宅基地占比指标，即农村宅基地占流动
人口聚居区居住用地的百分比，代表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土地权属特征，能辨识出城中村
型流动人口聚居区（农村宅基地占比大）和城市住宅型流动人口聚居区（城市普通住宅
用地占比大），直接影响和反映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内部环境特征和居住功能特征[25-26]。农
村宅基地占比划分方法采用标准差法，将农村宅基地占比低于均值—标准差的流动人口
聚居区划分为城市住宅型流动人口聚居区，高于
均值—标准差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划分为城中村型
流动人口聚居区。

以距离市中心 （α） 和农村宅基地占比 （β）
分别作为 X 轴和 Y 轴，并选α1和α2作为 X 轴断裂
点，β1作为 Y 轴断裂点，可以划分出 6 种类型，
即：① 中心城市住宅型：α < α1且β < β1；② 中心
城中村型：α < α1且β ≥ β1；③ 近郊城市住宅型：
α1 < α < α2且β< β1；④ 近郊城中村型：α1 < α < α2

且β ≥ β1；⑤ 远郊城市住宅型：α ≥ α2且β < β1；
⑥ 远郊城中村型：α ≥ α2且β ≥ β1 （图1）。
2.3 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概率模型

受需求与供给两方面耦合影响，流动人口聚居区由流动人口的住房需求与聚居区的
住宅供给共同作用而形成。根据已有研究成果，社区住宅供给特征，包括经济因素[10,15]、
交通因素 [27-28]、制度因素 [17-19, 29]和空间溢出效应 [20]是决定流动人口聚居区形成的主要因
素，这些因素的观测数据是空间属性数据，普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现象。为了保证估计
结果的无偏性，通过构建空间概率模型解释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的影响机理。空间
滞后概率模型 （Spatial Lag Probit, SLP） 和空间误差概率模型 （Spatial Error Probit,
SEP）是空间概率模型中最为常用的两个模型。本文通过比较上述两个模型的拟合效
果，最终采用最优拟合效果的模型。

关于空间概率模型中解释变量的选取，经济因素选择房屋价格（PRI_HOUSE）、距
最近劳动密集型就业中心距离（DIS_EM）两个指标，来代表每个空间单元的住宅价格和

图1 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类型划分示意图
Fig. 1 The classific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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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机会；交通因素中选取距最近公交站点距离（DIS_BUS）和距最近轨道交通站点距
离 （DIS_SUB） 两个指标，代表公共交通可达性；制度因素选取农业人口比例
（PCT_RP），农业人口比例越高，代表行政管理制度越松懈。

首先，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滞后模型的潜变量模型设定如下：
FC* = α + ρWFC* + PRI_HOUSEβ1 + DIS_EMβ2 + DIS_BUSβ3

+DIS_SUBβ4 + PCT_RPβ5 +ε, ε~N(0, σ2)
（1）

式中：FC是流动人口聚居区，FC = 0代表城市普通住宅区，FC = 1代表流动人口聚居
区；ρ是空间自相关系数；W是空间权重矩阵；β1, β2, ……, β5是影响系数；α是截距项；ε

是误差项。
相应地，解释变量取一组值时FC取1时的条件概率为：

P(FC = 1| X ) = P(FC* > 0| X ) = P(μ(ρ) < G(X, β, ρ)) （2）

式中：X是影响因素矩阵；β是影响系数矩阵；G是标准正态的累积分布函数，0<G<1，
μ =(I -ρWFC*)-1ε。

其次，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误差模型的潜变量模型设定如下：
FC* = α + PRI_HOUSEβ1 + DIS_EMβ2 + DIS_BUSβ3

+DIS_SUBβ4 + PCT_RPβ5 +ε, ε = λWε + μ, μ~N(0, δ2)
（3）

式中：λ为空间误差系数。
相应地，解释变量取一组值时FC取1时的条件概率为：

P(FC = 1| X ) = P(FC* > 0| X ) = P(μ(ρ)> Xβ) （4）

利用LeSage[30]提出的空间回归模型的偏微分方法，将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空间
溢出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其中直接效应衡量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
量的区域内溢出；间接效应衡量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区域间溢出；而总效应用来衡
量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总体的空间溢出效应。
2.4 流动人口聚居区类型选择偏好模型

流动人口住宅偏好特征，包括家庭生命周期[31]、社会经济地位[32-33]、迁移特征[21,34-35]和
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36]，是影响流动人口住宅类型选择的重要因素。通过构建多项分类
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个体因素对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类型分异的影响机制。关于多项分
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解释变量的选取，家庭生命周期选择年龄 （AGE） 和家庭结构
（FAM）两个指标；迁移特征选取迁移时间（MIG_TIME）和迁移类型（MIG_TYPE）两
个指标；基本公共服务需求选取是否参加当地社会保险（INS）这一指标；社会经济地位
（SEI）由收入（INCOME）、职业（OCCUP）和受教育程度（EDU）等3个指标来测度并
划分（表1）。具体计算方法：

表1 流动人口社会经济地位(SEI)的评价指标
Tab. 1 The indicators of SEI (social economic index)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评价指标

教育

月收入
(元/月)

职业

变量名称

EDU

INCOME

OCCUP

评分

研究生及以上

高中

10000以上

3000~5000

管理人员

商业、服务业人员

5

2

5

2

5

2

本科

初中及以下

8000~10000

3000以下

专业技术人员

生产/建筑/运输人员

4

1

4

1

4

1

专科

5000~8000

办事人员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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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 =∑
i = 1

n

SEi （5）

据此，SEI 的取值范围是 1~15。根据等间距法，将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 3 类：当
SEI < 5时，社会经济地位为“底层阶层”；当SEI处于5~10时，社会经济地位为“中等
阶层”；当SEI > 10时，社会经济地位为“优等阶层”。

流动人口聚居区类型选择偏好模型如下：

P(Class = j) =

ì

í

î

ï

ï
ïï

ï

ï
ïï

e
( )βj0 + βj1× AGE + βj2 × FAM + βj3 × SEI + βj4 × TIM + βj5 × TYP + βj6 × INS

1 +∑
j = 1

J

e
( )βj0 + βj1× AGE + βj2 × FAM + βj3 × SEI + βj4 × TIM + βj5 × TYP + βj6 × INS

( j = 2,…, J)

1 +∑
j = 1

J

e
( )βj0 + βj1× AGE + βj2 × FAM + βj3 × SEI + βj4 × TIM + βj5 × TYP + βj6 × INS

( j = 1)

（6）

式中：Class是流动人口聚居区类型，赋值为1, 2…, J，其中 J是正整数；j = 1对应的是
一组参照组，且各项选择概率之和为1。
2.5 数据获取及处理

研究区域是北京市六环路以内区域，
即以六环路为界，涵盖六环路以内以及六
环路经过的所有街道和乡镇，土地面积
3477 km2 （图 2）。北京市六环路以内区域
是流动人口主要分布区，2010 年流动人口
为 634 万，集中了北京市约 90%的流动人
口。根据城市空间关系，将北京市六环路
以内区域划分为中心城区（老城区）、近郊

区和远郊区3个圈层，其中，中心城区包括

东城区和西城区，面积 92 km2；近郊区包

括石景山区、海淀区、朝阳区和丰台区，

面积 1276 km2；远郊区包括六环路以内的

房山区、门头沟区、通州区、昌平区、顺

义区和大兴区的部分街道。

数据来源于两方面：（1）第一手资料

和数据，包括流动人口的住房偏好及社会

经济属性、典型社区人口构成，主要来源

于 2013年 11-12月和 2014年 6-9月的流动人口聚居区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样本区采用

分层抽样法，抽样比不低于1%。① 流动人口问卷调查。采用了随机抽样法，调查对象

为流动人口。基于3个流动人口聚居区的流动人口总量，以1%为抽样比控制标准，共发

放问卷500份，其中，树村200份、建材西里社区100份、东三旗村200份，回收有效问

卷 430 份，回收率是 86%。调查样本类型以代表性强和兼顾不同年龄和性别结构为原

则；为了全面了解情况，从大型人群集散点选择调查样本。② 深入访谈。访谈对象主要

是居委会工作人员、村干部、驻地派出所民警、长期居住本社区并熟悉本社区总体情况

的中老年人（以男性为主）。访谈内容包括社区的人口构成、社区环境及管理、房屋出租

概况、公共服务设施、流动人口集聚原因及历史等。（2）第二手资料和数据，包括北京
市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Google Earth高清遥感影像、北京市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北京市

图2 研究区域
Fig. 2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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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北京市2008年经济普查资料、知名房产交易网站的居民小区房价
数据（房天下、链家、赶集网等）。

3 北京市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特征

3.1 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布总体特征
本文利用空间配置法估算北京市分社区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比例，进而识别出流

动人口聚居区（图3）。在此基础上，从外部地理区位和内部环境特征两个方面，分析流
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布特征。

3.1.1 流动人口聚居区呈“环形”绕城分布 北京市流动人口聚居区主要位于近郊区，主要
是五环路和六环路之间，呈“环形”结构（图3a）。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环形结构与城市边
缘区的空间地域范围相一致。城市边缘区低廉的土地价格和房屋租金、相对便捷的公共
交通、宽松的行政管理制度、城乡过渡性地域文化，是流动人口聚居区发育和演化的沃
土[7]。北京市城市拓展方向以环路为基，从而导致流动人口聚居区呈现与环路方向一致的
环状结构。具体来看，近郊区共识别出流动人口聚居区81个，占全部流动人口聚居区的
67.5%，共涉及109.1万流动人口。但是，中心城区未识别出来流动人口聚居区。其主要
原因有二：① 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很高，导致流动人口规模虽然不低，但是比重相对较
低，不能达到设定的流动人口聚居区识别标准；② 中心城区廉价住宅很少。与全国其他
特大城市不同，北京市中心城区以城中村为代表的廉价住宅非常少。自2005年以来，为
迎接 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市政府集中整治了奥运场馆及四环路以内的 171个城中
村。从 2009年底起，北京市选出 50个重点城中村进行改造，其中 38个位于中心城区。
以上大规模的城中村整治改造工作，导致北京市中心城区几乎不存在城中村，进而能提
供给流动人口的廉价住宅很少。
3.1.2 流动人口聚居区具有显著城乡过渡性和景观异质性 北京市流动人口聚居区内部环

图3 北京市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布
Fig. 3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communities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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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特征呈现明显的城乡过渡性和景观异质性，农村宅基地和城镇普通住宅并立、城市景
观和乡村景观驳杂。从农村宅基地比例分布图可以看出（图 3b），农村宅基地比例大于
50%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共计58个，占全部流动人口聚居区的48.3%。其中，农村宅基地
比例大于90%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共计37个，占全部流动人口聚居区的30.8%。流动人口
聚居区特殊的地理区位和复杂的社会经济形态，凸显出“地理区位边缘性”和“社会经
济二元性”特征，共同塑造出城乡过渡性、景观异质性的内部环境特征。流动人口聚居
区位于城市边缘区的地理区位，使其具有了城乡过渡性环境特征的自然属性。流动人口
半城市化的社会经济特征，使其增添了景观异质性环境特征的人为属性。
3.2 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类型分异特征
3.2.1 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类型划分结果 依据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类型划分方法，选取

“距离市中心”和“农村宅基地占比”两项指标，划分北京市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类型。
其中，“距离市中心”的分类阈值α，采用北京市中心城区（老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的
划定原则。“农村宅基地占比”的分类阈值β，采用均值—标准差，即16.9%（β = 农村宅
基地平均比例46.8%-标准差29.9%）。由于北京市中心城区未识别出流动人口聚居区，北
京市流动人口聚居区共划分为 4 种类型，即：① 近郊城市住宅型：位于近郊区且β<
16.9%；② 近郊城中村型：位于近郊区且β ≥ 16.9%；③ 远郊城市住宅型：位于远郊区
且β < 16.9%；④ 远郊城中村型：位于远郊区且β ≥ 16.9%。

近郊城市住宅型、远郊城市住宅型、近郊城中村型和远郊城中村型等4个类型的数
量分别为36、6、45和33，占比分别为30%、5%、37.5%和27.5%。也就是说，大部分流
动人口聚居区属于近郊城市住宅型、近郊城中村型和远郊城中村型，而远郊城市住宅型
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很少（图4）。
3.2.2 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类型分异特征 为了更好分析近郊城中村型、远郊城中村型、
近郊城市住宅型和远郊城市住宅型4类空间分异特征，主要从分布区域、空间形态、空
间邻近等外部地理区位特征，以及土地利用类型、住宅类型、景观风貌等内部环境特征
进行分析（图4，表2）。

（1）近郊城市住宅型流动人口聚居区
从地理区位来看，近郊城市住宅型流

动人口聚居区主要呈点状、密集分布于北
京市北部和西北部近郊区，空间上邻近城
市普通住宅区、商业小区等高度城市化区
域。从环境特征来看，近郊城市住宅型流
动人口聚居区的土地利用类型基本属于城
镇普通住宅用地，住宅类型以经济适用
房、普通商品房为主，住区规划建设严格
遵守相关法规标准，建筑密度适中、基础
设施完善、公共空间宽敞。从发展历程来
看，这类社区早期属于城市边缘区，地价
相对较低，当时新建了大量经济适用房和
普通商品房，以满足中等收入城市居民的
住房需求，由此吸引了大量具有高技术、
高学历和中高收入的外来人口前来购房居
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空间的

图4 北京市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类型分布
Fig. 4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patial classe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community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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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这类社区的地理区位发生根本性变化，从城乡过渡性特征显著的城市边缘区逐步
演变为高度城市化的主城区。限于北京市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日趋减少的进京指
标，这些“三高”外来人口虽然在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交往和心理认同等方面与本地居
民无异，但是户口登记地仍是京外省市。

（2）近郊城中村型流动人口聚居区
近郊城中村型流动人口聚居区是当前北京市最主要的流动人口聚居区类型。从地理

区位来看，近郊城中村型流动人口聚居区主要呈半环形，分布于北京市东部、东南部和
西北部近郊区，空间上邻近高等院校、科技园区、环城绿化隔离带等城市特殊功能区。
从环境特征来看，这类流动人口聚居区土地利用类型以农村宅基地为主，混杂少量城镇
普通住宅，住宅类型是村民宅基地上私自加建、改建、扩建的 4~5 层楼房，即“城中
村”，建筑密度极高、景观风貌参差不齐、基础设施严重匮乏。这类居住区房租廉价、房
源充足和交通便利，成为低收入流动人口的城市落脚点。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城中
村改造治理力度的加强，近郊城中村型流动人口聚居区不断被拆迁改造。但是，此类居
住区并没有如政府部门设想的逐渐减少乃至消失，反而呈现出向周边地区转移、扩散趋
势，一直是流动人口聚居区的主要形式[6]。

（3）远郊城市住宅型流动人口聚居区
远郊城市住宅型流动人口聚居区是当前北京市数量最少的流动人口聚居区。从地理

区位上看，远郊城市住宅型流动人口聚居区零散分布于城市外缘区，行政区划上仍然是
“村”，但具备独特的交通优势和区位优势，以房屋、土地租赁为主的村集体经济较为发
达；空间上邻近农村社区和物流仓储货场、加工制造业工厂等工业区。从环境特征来
看，这类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土地利用类型以城镇普通住宅为主、存在少量农村宅基地，
住宅类型是村民回迁楼和小产权房，建筑密度较低，基础设施优于农村社区、不及城市
普通住宅区，景观风貌与城市地区相似。从发展历程来看，这类流动人口聚居区早期是
农村社区，经过村集体旧村改造，原始的乡村聚落形态被新型城市社区所替代。“农民上

表2 北京市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类型分异特征
Tab. 2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spatial classe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community in Beijing

流动人口聚
居区类型

近郊城市
住宅型

近郊城中
村型

远郊城市
住宅型

远郊城中
村型

数量
(比例/%)

36
(30.0)

45
(37.5)

6
(5.0)

33
(27.5)

地理区位

分布区域

北部、西北
部近郊区

东部、东南
部、西北部
近郊区

城市外缘

昌平区与海
淀区、朝阳
区交界处

空间形态

点状

半环形

零散分布

团块状

空间邻近

普通城市住
宅区、商业
小区

高 等 院 校 、
科 技 园 区 、
环城绿化隔
离带等城市
特殊功能区

农 村 社 区 、
物流仓储货
场、加工制
造业厂房

村 民 回 迁
楼、经济适
用房居住区

环境特征

土地利用类型

城镇普通住
宅用地

农村宅基地

城镇普通住
宅用地

农 村 宅 基
地、物流仓
储用地

住宅类型

经济适用房、普通
商品房

村民私自加建、改
建、扩建的 4~5 层
楼房

村民回迁楼、小产
权房

一部分是村民私自
加建、改建、扩建
的 2~3 层楼房，一
部分是货场搭建的
简易住房

景观风貌

建筑密度适中、
基础设施完善、
公共空间宽敞

建筑密度极高，
景 观 风 貌 参 差
不齐

建筑密度低、景
观风貌与城市地
区相似

生产景观与生活
景观相互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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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改善了农民的居住条件、扩大了居住面积。然而，大部分“失地上楼农民”文化素
质总体偏低，缺乏人才市场竞争力，隐性失业和二次失业等现象普遍 [37]。因此，一些

“失地上楼农民”将空闲住宅对外出租，作为家庭收入来源之一，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
（4）远郊城中村型流动人口聚居区
从地理区位来看，远郊城中村型流动人口聚居区主要呈团块状，分布在昌平区与海

淀区、朝阳区的交界处，空间上邻近靠近轨道交通站点、大型公交换乘站、旧村改造的
村民回迁楼和经济适用房住区。从环境特征来看，这类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土地利用类型
以农村宅基地和物流仓储用地为主，住宅类型一部分是村民私自加建、改建、扩建的2~
3层楼房，一部分是仓储物流货场上私自搭建的简易房屋，生产景观与生活景观相互混
杂、环境污染严重。从发展历程来看，远郊城中村型流动人口聚居区是近郊城中村型流
动人口聚居区空间扩散的结果。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外来流动人口数量持续、大量
涌入，城市空间不断向外拓展，部分远郊村庄凭借其交通便利和房租低廉，逐渐成为低
收入流动人口的新选择。加上近年来北京市政府加大城中村改造力度，近郊区城中村大
量被拆迁改造，取而代之的是村民回迁楼和商品房小区，房屋租金随之上涨。然而，大
量低收入流动人口的房租支付能力并没有提高，只能被迫向距城市中心区更远的村庄搬
迁转移，形成远郊城中村型流动人口聚居区。

总体来看，北京市近郊城市住宅型、近郊城中村型、远郊城市住宅型和远郊城中村
型 4类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地理区位和环境特征存在明显差异（表 2）。将上述 4类流动人
口聚居区与城市本地户籍人口住宅区相比，近郊城市住宅型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地理区位
与环境特征与城市本地居民社区无异，是典型的“完全城市化社区”；近郊城中村型流动
人口聚居区与城市空间存在强烈反差，是典型的“半城市化社区”；远郊城市住宅型流动
人口聚居区的地理景观与城市类似，社会经济形态处于失地农民“上楼未就业”和外来
流动人口“进城未安居”的双重境地，是典型的“农村城市化社区”；远郊城中村型流动
人口聚居区是近郊城中村型空间扩散的结果，地理景观的异质性程度更高，是典型的

“半城市化生产—生活双重功能区”。

4 北京市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的形成机理

为进一步分析北京市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的形成机理，首先，构建流动人口聚
居区空间概率模型，从社区宏观层面分析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其次，
构建流动人口聚居区多项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从个体微观层面分析流动人口聚居区空
间类型选择偏好的影响因素。最后，结合社区宏观因素和个人微观因素双重层面，剖析
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的形成机理。
4.1 社区因素：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的外部驱动力

社区因素，包括经济因素、交通因素、制度因素和空间溢出效应等，从外部宏观层
面促使流动人口聚居区产生空间分异。为了定量分析社区因素对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
异的影响效应和交叉作用机制，首先，构建5个二元Probit模型分析各社区因素与流动人
口聚居区空间概率的相关关系（表3）；然后，构建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概率模型探究各
社区因素的交叉作用机制（表4）。在此基础上，运用偏微分方法效应分解来衡量解释变
量对被解释变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对比OLS、SAR和SEM的拟合效果
（表4），SAR模型的拟合效果最好，R2和对数似然比得到了提高，AIC得到了降低。从具
体的变量系数和显著性来看，模型计算结果基本一致，说明结果的一致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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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概
率与其影响因素的二元Probit模型分
析结果表明（表 3），经济因素、交
通因素和文化因素均与流动人口聚
居区的空间概率相关。其中，平均
房屋价格和距离最近轨道交通站点
的距离与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概
率具有负相关关系，农业人口比例
与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概率具有
正相关关系。

多元Probit模型和SAR Probit模
型的结果显示（表 4），考虑全部影
响因子的情况下，交通因素和文化因素对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概率具有显著影响，而经
济因素和制度因素对流动人口聚居区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流动人口聚居区具有非常显
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某一个社区是否为流动人口聚居区，对周边区域的流动人口聚居
区空间概率具有重要影响。

表3 北京市流动人口聚居区社区因素的二元回归分析结果
Tab. 3 The binary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community factor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community in Beijing

P(FC)

PRI_HOUSE

DIS_EM

DIS_BUS

DIS_SUB

PCT_RP

N

Probit模型

系数

-0.007

-0.002

0.061

-0.017

0.012

2867

标准误

0.003**

0.009

0.132

0.008**

0.002***

注：显著性水平*：P < 0.1；**：P < 0.05；***：P < 0.01。

表4 北京市流动人口聚居区社区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Tab. 4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community factor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community in Beijing

P(FC)

PRI_HOUSE

DIS_EM

DIS_BUS

DIS_SUB

PCT_RP

Rho (ρ)

Constant

Pseudo R2

对数似然函数值

Kelejian-Prucha检验

Pinkse-Slade检验

Pinkse检验

N

Probit 模型

系数(标准误差)

-0.004

(0.005)

-0.027

(0.018)

-0.179

(0.198)

-0.121

(0.019)***

0.030

(0.003)***

-2.144

(0.258)***

0.160

-418.821

454.157***

220.347***

107.575***

2867

边际效应

-0.000

-0.002

-0.014

-0.009

0.002

SAR Probit 模型

系数(标准误差)

-0.001

(0.003)

-0.007

(0.010)

-0.139

(0.156)

-0.027

(0.009)**

0.010

(0.002)***

0.684

(0.035)***

-0.868

(0.167)***

2867

直接效应

-0.000

-0.000

-0.006

-0.001

0.000

间接效应

-0.000

-0.001

-0.010

-0.002

0.001

总效应

-0.000

-0.001

-0.016

-0.003

0.001

注：显著性水平*：P < 0.1；**：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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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经济因素“促进”与“阻碍”双重作用于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形成 房屋租金或价格和通
勤效率（时间效率即通勤时间，经济效率即交通支出）两大要素相互制衡，是流动人口
住宅决策的首要因子，是流动人口聚居区形成、发展及演化的基本动力。从房屋租金来
看，流动人口经济收入较低，房租支付能力和意愿均远远低于本地居民，较低房租区域
成为流动人口住宅的首选区位[10]。从工作地点来看，大部分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
专业技能薄弱，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成为流动人口的主要就
业领域。拥有或靠近劳动密集型就业机会的区域，是大部分流动人口的工作地点。

SAR Probit模型显示，考虑到全部因素，房屋价格和就业机会（距劳动密集型就业
中心距离）等经济因素对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概率具有负向效应，但其影响微弱且不
显著。经济效应不显著性的直接原因在于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双重识别准则：高流动人口
规模和高流动人口占比；根本原因在于城市空间结构的特殊性。依据城市人口密度模型
和级差地租理论，从中心城区到郊区，房屋租金和价格逐渐下降、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渐
增加，而人口密度越来越低[38-39]。这表明，郊区较低的房屋价格和较多的劳动密集型就业
机会是促进流动人口集聚的重要优势；然而，郊区较低的人口密度是阻碍流动人口高密
度大规模集聚的天然障壁。
4.1.2 交通因素引导流动人口聚居区呈“站点”衰减式分布 作为居住地和工作地的中间媒
介，交通因素是影响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布的重要推动因素。限于流动人口工作劳动
时间长、交通支出承受能力低、通勤距离超长等特征，公共交通可达性成为流动人口住
宅区位决策的重要因子[28]。本文选取轨道交通和公交车两大公共交通体系进行交通因素
分析。SAR Probit模型显示，轨道交通可达性对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概率具有显著的提
升作用，距离最近轨道交通站点每减少1 km，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概率将提高0.3%。
此外，轨道交通可达性的间接效应是其直接效应的2倍。这表明轨道交通可达性不仅提
高本社区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概率，而且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提高邻近区域流动人口聚
居区的空间概率。与轨道交通不同，模型结果显示，公交可达性对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
间概率没有显著影响。分析其原因，公交站点可达性增加了区域的人口吸引力，但对流
动人口和当地市民的吸引力是相同的，并不具有明显的群体差异。
4.1.3 城乡二元体制促使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城乡过渡性”和“非正规性” 城乡二元体制是
流动人口聚居区向城市边缘区或城乡结合部非正规居住空间集中分布的重要原因。城乡
二元体制导致城乡结合部和城市边缘区的行政管理制度相对宽松、非正规住房大量存
在、流动人口大批集聚。本文选取农业人口比例高低这一指标代表城乡二元体制宽松。
SAR Probit模型显示，农业人口比例每提高1个百分点，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概率将提
高0.1%。制度因素的间接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这表明较高的农业人口比例不仅提高本
区域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概率，同时较高农业人口比例所代表的城乡二元体制，通过空
间溢出效应提高了邻近区域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概率。城乡二元体制导致流动人口聚
居区向城乡结合部集中，从而呈现出“城乡过渡性”的景观特征和“非正规性”的经济
特征。
4.1.4 空间溢出效应推动流动人口聚居区的“集群化”发展 空间溢出效应是影响流动人口
空间分异的外部空间因素。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溢出效应是指流动人口在居住空间上
集中的社会经济效果以及吸引流动人口向一定地区靠近的向心力，是导致流动人口聚居
区形成、不断扩大、向周边蔓延的外部空间作用。模拟结果证实，流动人口聚居区具有
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P < 0.001）。这表明，一个区域的房租价格、就业机会、交通可达
性和制度环境等因素在影响本区域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概率的同时，也会对邻近区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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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明显影响。这表明，流动人口聚居区一旦形成，将会通过自给性公共服务集聚效应，
导致流动人口聚居区向周边扩展，进而形成流动人口聚居区集群。
4.2 个体因素：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的内部驱动力

由于北京市远郊城市住宅型流动人口聚居区占比很小（5%），本文只对流动人口在
近郊城市住宅型、近郊城中村型和远郊城中村型3类聚居区的选择偏好构建模型。基于
流动人口社会调查数据，以远郊城中村型流动人口聚居区为参照组，近郊城中村型和近
郊城市住宅型为因变量，构建流动人口聚居区类型选择偏好的多项分类Logistic回归方
程。结果表明（表5），该模型的对数似然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模型的模拟效果较
好。其中，流动人口的家庭生命周期、社会经济地位和迁移特征均对流动人口聚居区类
型的选择具有显著性影响。

4.2.1 家庭生命周期直接推动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类型分异 家庭生命周期直接决定流动
人口的居住需求，推动流动人口聚居区产生空间类型分异。首先，从年龄上看，与远郊
城中村型相比，45岁以上流动人口选择近郊城中村型的概率是24岁以下流动人口的1/4
（exp-1.353）。也就是说，青年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距离市中心较近的居住地。其主要
原因在于青年流动人口工作地点更靠近市中心、工作压力较大、工作时间较长，要求较
短的通勤时间和距离。其次，从家庭结构上看，与远郊城中村型相比，家庭式流动人口

表5 北京市流动人口聚居区类型选择偏好的多项分类 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
Tab. 5 The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preference of Beijing floating population communities

变量

年龄(24岁以下：对照组)

25~44岁

45岁以上

家庭结构(独居：对照组)

夫妻

夫妻+子女或祖父母
+夫妻+子女

社会经济地位(低层阶层：对照组)

中等阶层

优等阶层

迁移类型(乡—城迁移：对照组)

城—城迁移

迁移时间(3年以下)

3~5年

5~10年

10年以上

社会保障(未参加当地社保：对照组)

参加当地社保

常数

对数似然函数值

N

近郊城中村型(参照组：远郊城中村型)

系数

-0.424

-1.353

0.151

-0.583

1.369

16.568

1.636

-0.601

-0.532

-0.977

-0.138

0.099

-329.364***

430

标准误差

0.387

0.427***

0.342

0.312**

0.296***

571.776

0.463***

0.430

0.394

0.353***

0.291

0.438

近郊城市住宅型(参照组：远郊城中村型)

系数

-0.263

0.306

0.460

0.313

1.580

17.327

2.761

-0.803

-1.153

-1.418

0.055

-2.253

标准误差

0.626

0.554

0.461

0.422

0.455***

571.777

0.484***

0.548

0.523**

0.462***

0.371

0.632

注：显著性水平*：P < 0.1；**：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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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近郊城中村型的概率仅为独居式流动人口的 1/2 （exp-0.583）。这表明家庭式（夫
妻＋子女或祖父母＋夫妻＋子女）流动人口更多考虑子女的生活需求，注重居住空间的
宽敞性和厨卫设施的完善性。
4.2.2 社会经济地位主导着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类型分异 社会经济地位决定流动人口的
住房支出能力，是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类型分异的主导作用力。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可
承担的房租支出越高，同时对住房质量、居住环境和配套商业服务设施的要求越高；社
会经济地位越低，房租支付能力越低，可选择的住房类型和居住环境越少。多项分类
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中间阶层与底层阶层对流动人口聚居具有显著的类型偏好差
异。由于优等阶层的比例较低、样本量较少，优等阶层的流动人口聚居区类型选择偏好
没有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P > 0.1）。具体来看，以远郊城中村型为参照，中间阶层选择
近郊城市住宅型的概率是底层阶层的 4.9倍（exp1.580），选择近郊城中村型的概率是底
层阶层的3.9倍（exp1.369）。
4.2.3 人口迁移特征是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类型分异的潜在推力 流动人口的迁移时间、
城乡迁移类型等迁移特征，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合能力、社会融合能力
以及家乡经济社会联系等，对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类型分异产生潜在的推动作用。从迁
移时间来看，迁移时间越长，职业经验和工作积累越丰富，从而有利于低学历、低技能
流动人口从事物流仓储、废品回收、汽车修理等经营类行业，对房屋面积和生产生活双
重功能性要求较高。多项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迁移时间超过10年的流动人
口选择近郊城中村型的概率仅为迁移时间少于3年流动人口的37.6%（exp-0.977），选择
近郊城市住宅型的概率仅为迁移时间少于3年流动人口的24.2%（exp-1.418）。

从迁移类型来看，城—城类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较高、加上城市养老负
担较小，反而能获得父母较多的经济支持，进而增强自身房租支付能力；与此相反，乡
—城类流动人口大多缺乏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从事非正规经济比例大、经济收入低，
加上沉重的农村养老负担，进一步削弱了自身房租支付能力。多项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
结果显示，以远郊城中村型为参照，城—城类流动人口选择近郊城市住宅型聚居区的概
率是乡—城类流动人口的 15.82倍（exp2.761），选择近郊城中村型的概率是乡—城类流
动人口的5.13倍（exp1.636）。
4.2.4 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是流动人口居住决策的非敏感因子 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是居民住
宅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邻近优质教育资源和医疗设施是很多家庭居住决策的优先考虑
因素[36]。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类型不同，基本公共服务的可达性存在很大差异。“是否参
加当地社会保障”这一指标，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程度。参
加当地社会保障的流动人口，代表可以享受当地基本公共服务，也就意味着基本公共服
务需求较为旺盛；反之，未参加当地社保的流动人口，不能享受当地基本公共服务，意
味着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低迷。结果表明，是否参加当地社会保障对流动人口聚居区类型
选择的影响没有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表5）。也就是说，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并不是流动
人口居住决策的重要因子，这与本地居民迥然不同。主要原因在于特大城市公共资源长
期供不应求，由此制定了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本地户籍人口需求的政策。
4.3 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的形成机理

本文分别从社区层面和个体层面，构建了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的形成机理框架
（图 5）。从社区层面看，经济因素、交通因素、制度因素和空间溢出效应是形成流动人
口聚居区空间分异的外部驱动力。

（1）经济因素是流动人口聚居区综合空间分异的基本动力，通过“促进”与“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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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的双重效应，决定了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基本格局。经济因素对流动人口聚居区产生
“促进”与“阻碍”的双重效应，一方面低房租区域、劳动密集型就业中心与流动人口较
低房租支付能力、较低职业技能相吻合、吸引流动人口集聚，流动人口占比较高；另一
方面低房租区域、劳动密集型就业中心大多位于城市边缘区、流动人口密度较小、规模
相对较低。“促进”与“阻碍”双重效应下，经济因素对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的综合
效应较为微弱，但始终是流动人口聚居区综合空间分异的基本动力。

（2）交通因素是流动人口聚居区综合空间分异的空间导向力量，引导流动人口聚居
区的具体区位选择。作为快速、大容量城市交通工具，轨道交通极大提高城市各个功能
区之间的通达性、缩短人们的通勤时间，进而吸引了依赖公共交通出行、通勤距离超长
的流动人口在轨道交通站点附近的集聚。轨道交通可达性引导流动人口聚居区以轨道交
通站点为中心，空间概率呈距离衰减式分布，即“站点”衰减式分布。

（3）制度因素是流动人口聚居区综合空间分异的根本力量，诱发流动人口聚居区的
空间异质性特征。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是导致流动人口“半城市化”以及半
城市化地区产生的根本原因。当前中国农业转移人口仅仅完成了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
身份市民化进程仍然困难重重，流动人口很难享受到与当地居民平等的教育、医疗、住

图5 北京市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的形成机理
Fig. 5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communities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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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就业等一系列权利。与此同时，城市边缘区位于城市和乡村交界的特殊区位，职责
不明，行政管理松懈，“享有”较大自发性的发展和相对宽松的管制状态，是典型的“半
城市化地区”。这为大量非正规住房提供了有利的空间条件，能够适应低收入流动人口收
入较低、难以承担城市标准住房租赁成本的特点，成为“半城市化”流动人口的首选居
住地。

（4）空间溢出效应是流动人口聚居区综合空间分异的主导力量，推动流动人口聚居
区的集群化发展。空间溢出效应是指大规模流动人口的集聚，会产生生活、服务等方面
的需求，这就刺激了为流动人口服务行业的产生，出现了流动人口为流动人口服务的现
象。这一过程就形成了流动人口聚居区的链式效应：“大规模流动人口（人口庞大）→流
动人口服务行业产生（经济需求）→流动人口增加（人口增长）→流动人口服务行业扩
张（经济需求）→流动人口继续增加（人口增长）→……”。流动人口聚居区的链式效应
导致此流动人口聚居区规模不断扩大，进而向周边村庄扩展，形成流动人口聚居区的集
群化发展。

从个体层面看，家庭生命周期、社会经济地位、迁移特征和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是流
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的内部驱动力。

（1）社会经济地位是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类型分异的主导力量，决定了流动人口聚
居区的空间类型分异。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类型分异源于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分
异。2000年以来，中国特大城市流动人口已经从单一的农民工群体向一代农民工、二代
农民工、大学毕业生、“类白领”、城市白领等多元群体转变。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
随之分化，由社会底层转变为社会中高阶层和社会底层并存。社会经济地位是预测人们
永久性收入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决定了流动人口的住房支出能力，基本框定了流动人口
可选择住宅类型和居住环境。中高阶层流动人口可承担的房租支出较高，倾向于选择近
郊城市住宅型；底层阶层受限于房租支付能力，不得不选择居住环境较差的近郊城中村
型和远郊城中村型。

（2）家庭生命周期是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类型分异的直接力量，直接影响着流动人
口的居住需求和居住行为决策。家庭生命周期反映一个家庭从形成到解体呈循环运动过
程的范畴。依据年龄、婚姻、子女等指标，流动人口的家庭生命周期可以划分为单身阶
段—新婚夫妇—满巢期—空巢期等阶段。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直接反映了家庭人口结
构变化，深刻影响着流动人口的居住需求和居住行为。青年单身阶段流动人口注重通勤
便捷性，偏好近郊城中村型流动人口聚居区；中年满巢期流动人口注重生活空间，倾向
远郊城中村型流动人口聚居区。

（3）人口迁移特征是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类型分异的潜在力量，间接影响着流动人
口的经济支付能力和居住决策行为。人口迁移特征反映了流动人口与迁入地和迁出地的
社会经济联系。从时间上看，迁移时间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流动人口与迁入地的经济融合
能力和社会融合能力。迁移时间较长的流动人口社会经济融合能力相对更高，自主创业
意愿更强烈，倾向选择远郊城中村型流动人口聚居区（房租单价低、空闲地宽裕、利于
开展生产活动）。从空间上看，城—乡迁移类型反映出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
家庭经济负担差异，从而进一步增强或削弱流动人口的房租支付能力。

（4）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是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类型分异的非敏感因子。基本公共服
务需求是本地户籍人口住宅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然而，并不是影响流动人口居住行为
决策的显著因子。这主要源于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体制及其紧密联系的教育、
医疗、就业、住房等社会福利制度。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参加当地社会保障，并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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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享受与本地户籍人口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较高，并不意
味着流动人口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利用度较高。因此，流动人口在进行居住行为决策
时，并不会将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列为主要决策因子。

5 结论与讨论

（1）北京市流动人口聚居区总体上呈“环形”绕城分布，具有显著的城乡过渡特
征。同时，近郊城市住宅型、近郊城中村型、远郊城中村型和远郊城市住宅型等4类流
动人口聚居区在“地理区位”（分布区域、空间形态、空间邻近）与“环境特征”（土地
利用类型、住宅类型、景观风貌）方面表现出显著的空间类型差异。

（2）社区因素是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的外部驱动力。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概率
模型结果表明，经济因素是流动人口聚居区综合空间分异的基本动力，对流动人口聚居
区产生“促进”与“阻碍”的双重效应；交通因素是流动人口聚居区综合空间分异的空
间导向性力量，轨道交通可达性引导流动人口聚居区呈“站点”衰减式分布；制度因素
是流动人口聚居区综合空间分异的根本力量，城乡二元体制导致流动人口聚居区呈现

“城乡过渡性”的景观特征和“非正规性”的经济特征；空间溢出效应是流动人口聚居区
综合空间分异的主导力量，推动流动人口聚居区的“集群化”发展。

（3）个体因素是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的内部驱动力。流动人口聚居区类型选择
偏好模型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流动人口的住房支出能力，是流动人口聚居区
空间类型分异的主导力量；人口迁移特征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合能力、
社会融合能力和家庭经济负担，是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类型分异的潜在推力；家庭生命
周期直接影响着流动人口的居住需求，是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类型分异的直接推动力；
基本公共服务需求限于城乡二元体制和户籍制度障碍，是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类型分异
的非敏感因子。

本文深入分析了北京市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形成机理，为政府及城

市规划部门制定更有针对性、更加高效的流动人口聚居区治理策略提供科学依据，从而

促进流动人口聚居区实现差别化转型升级，能够更加有效地支持实现流动人口市民化的

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由于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形成机理的复杂

性及拟合模型的不易收敛性，本文未能构建融合“社区”与“个体”双重因素的多层数

学模型，对“社区”与“个体”之间的交叉作用机制探讨不足。未来流动人口聚居区空

间分异研究的重点是建立流动人口聚居区多层数学模型，定量刻画社区因素和个体因素

之间的相互作用与交叉效应，深化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研究。此外，从

时间序列视角，开展流动人口聚居区的时间演化特征及其影响机理的研究，掌握流动人

口聚居区时空演化规律，可以为流动人口聚居区的提升改造和融合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

科学支撑，是未来流动人口聚居区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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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hift of urban function and the upgrad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structure has undergone a profound change.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community is
pyramidally diversified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Taking Beijing as the study area, and synthesizing GIS spatial analysis,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alysis and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communities in Beijing. On this basis, it explor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floating population communities by synthesizing community and individual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 (1) Floating population communities in Beijing circle the Forbidden
City and present the du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Meanwhile, they demonstrate
obvious differentiation among spatial classes. (2)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communities is the combined result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demand and housing
supply, as well as the result of community and individual factors. (3) Community factors are
the external driving forces of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communities.
Specifically, economic factors are the basic driving force; public transportation factors are the
spatial leading driving force; institutional factors are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are the dominant driving force. (4) Individual factors are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s of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communities. Specifically, the family
life cycle is the direct driving force; the socio economic status is the major driving force; the
migration feature is the underlying driving force; and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 demand is the
insensitive driving force. This study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government's
administrative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and advances the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communities.
Key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community;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fluencing factor;
mechanism;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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